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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领导力机制探索：
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悖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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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的背景下，组织领导者正面临数

据滥用、算法偏见、责任模糊等新型伦理难题，相关行为规范体系也亟须重构。通过系统梳理并

整合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以“主题识别→双重理性→和则-谐则耦合→动态一致性”为核心的

领导力机制框架：首先，提出“主题识别”机制，以揭示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冲突中需要优先协

调的价值焦点；其次，提出“双重理性”机制，以阐明在人工智能情境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

创新决策中的权衡逻辑及失衡风险；再次，提出“和则-谐则耦合”机制，以揭示围绕上述主题与

决策展开的正式制度、技术规则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协同与张力结构；最后，构建“动态一致性”
循环调节机制，以说明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中如何通过反馈与调整保持技术创新实践与

社会伦理期待之间的持续契合。换言之，本文试图从问题源头上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与

伦理责任之间的悖论性挑战，进而为中国情境下重构领导行为规范、优化人工智能驱动组织变

革路径以及提升组织的适应性、创新性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制度安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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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当前管理学正处于范式更新与理论重塑的关键交汇点（徐鹏和徐向艺，2020；戚聿东等，

2025）。全球化波动、数字经济与平台化扩张、人工智能（AI）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以及人口结构

与社会价值观的持续变迁，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动荡且充满张力的外部情境。一方面，AI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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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学习和实时数据处理极大地提升了组织的运行效率与技术创新能力（Shrestha等，2021）；
另一方面，数据隐私泄露、算法歧视、责任模糊等问题不断显现，使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愈发尖锐（Shin和Park，2019）。在这种“不确定性—多元矛盾”交织的情境下，组织

领导者不仅面临资源配置与绩效压力，还需在技术变革与伦理责任间作出艰难权衡：如何在追

求短期技术突破和组织适应的同时，维护长期伦理合法性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领导力研究

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Tsoukas和Chia，2002；高中华和张恒，2025）。具体而言，已有研究表明，

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后，组织面临的已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采纳问题，而是涉

及决策模式、控制关系、反馈机制与人机协同安排的一组复合性治理挑战（Kellogg等，2020；尹
萌和牛雄鹰，2024；张亚莉等，2024；关健等，2025）。基于此，可以将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

悖论性难题概括为以下几类典型张力：决策效率提升与审慎治理要求之间的张力，资源优化与

程序公平之间的张力，数据利用扩大与隐私、透明、问责要求之间的张力，自动化决策增强与责

任归属模糊之间的张力，以及短期绩效改善与长期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张力（Aysolmaz等，

2023；Breidbach，2024；Papagiannidis等，2025；Strohmeier等，2026）。由此，人工智能情境下的组

织治理问题不再只是“是否采用技术”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多元价值要求之间实现持续协调”
的问题，这也使组织领导者面临更复杂的价值整合与责任治理任务。

既有领导力研究虽已历经“特质—行为—权变—新兴多元”的演进路径（Bass，1985；Graen
和Uhl-Bien，1995；李鹏飞等，2014；章凯，2024），但在AI深度嵌入的UACCS（uncertainty，
ambiguity，complexity，changeability，scarcity）情境下却显得力不从心（席酉民等，2025）。首先，

主流领导力理论长期以绩效和效率为中心，强调可度量目标的实现，对AI应用引发的多元利

益主体伦理冲突与价值协调问题缺乏充分关注（Anderson和Sun，2017；Fischer和Sitkin，2023）。
人工智能应用将技术创新、算法治理与伦理责任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组织在推动技术创新的

同时，不仅要追求效率提升与决策优化，还需要回应员工对程序公平、自主性与信任的关切，回

应用户和社会公众对隐私保护、算法偏见与责任归属的担忧，并兼顾监管层面对透明性与可问

责性的要求。既有研究表明，算法技术进入工作场域后，不仅会重塑组织控制方式，也会影响员

工对管理者和组织的信任基础，从而使领导问题超越单纯的绩效管理，转向更复杂的利益相关

者协调与责任治理问题（Kellogg等，2020; Leavitt等，2025）。其次，许多理论框架仍然偏重正式

结构与制度安排，而对组织文化及非正式网络在缓冲技术扩张与伦理风险中的作用讨论不够

充分；相关领导研究在概念边界、情境适配与机制刻画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整合与深化的空间

（Yukl和Gardner，2020；Fischer和Sitkin，2023）。再者，既有研究虽然已经从伦理型领导、负责型

领导和悖论领导等视角，对组织领导者整合多元价值以及在竞争性目标之间进行规范性权衡

进行了探讨（Denison等，1995；Brown和Treviño，2006；Maak和Pless，2006；Zhang等，2015），但
这些研究大多数形成于一般组织情境，对于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背景下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如

何在组织层面被同步识别、权衡、耦合和动态修正，仍缺乏更具情境针对性的机制解释。已有研

究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嵌入组织决策、反馈与协作场景后，决策链条、反馈关系与协作结构均

被重新配置，组织领导者需要在技术系统、成员互动与制度规范之间进行持续协调（尹萌和牛

雄鹰，2024；张亚莉等，2024；关健等，2025）。因此，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领导力研究亟需新的理

论视角，以回答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如何在组织层面实现持续协调关系。

复杂性管理范式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该范式将组织视为“价值生成—社会整

合—系统演化”的有机体，强调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领导者不仅是决策者和资源配置者，更

是价值引领者、文化整合者和系统进化的塑造者（Anderson和Sun，2017；Fischer和Sitkin，
2023）。在此基础上，席酉民等（2020，2025）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以“和谐主题”为核心，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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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则-谐则”双规则的协同运行，追求制度安排、行为规范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处理

多元利益冲突与价值张力提供了系统框架。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宏观理念和局部机制，尚

未回答在AI快速迭代的具体情境中：如何动态识别并强化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需要优先

协调的“和谐主题”；组织领导者又如何在资源约束与利益冲突中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统一；“和则-谐则”双规则如何在制度、技术与行为三个层面实现有效耦合，并通过何种机制在

短期适应与长期战略之间保持平衡。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和谐管理视角，尝试构建一个面向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领导力理

论框架。本文首先识别AI情境下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之间需要优先协调的和谐主题；其次，提

出双重理性决策机制，阐述如何在创新决策中权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接着，分析围绕这些

主题与决策展开的和则-谐则耦合机制，揭示制度、技术与伦理规则如何协同工作，并维持有效

耦合；最终构建实现技术创新实践与伦理期待动态一致性的调节框架。通过这一“和谐主题识

别→双重理性→和则-谐则耦合→动态一致性”的理论机制链条，本文试图回答：在人工智能技

术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的背景下，组织领导者如何识别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

核心张力，如何在效率、公平、隐私、透明与责任归属等多重要求之间进行权衡，并进一步将其

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组织治理机制？由此，一方面扩展和谐管理理论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的

适用范围，丰富人工智能情境下领导力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情境下设计

AI治理机制、重塑领导行为规范以及提升组织适应能力与创新能力提供具有实践指向的理论

支撑。

 二、  文献回顾

（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间的结构性张力

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AI）正在深刻改变组织的权力结构、决策逻辑

以及管理情境。借助数据分析、流程自动化与智能决策能力，AI显著提升了组织运行效率，推

动组织结构走向扁平化、决策过程趋于实时化；与此同时，算法技术进入工作场域后，也在重塑

组织管理边界与信任基础（Kellogg等，2020；Van Quaquebeke和Gerpott，2023）。在此背景下，技

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矛盾并非零散风险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具有持续性和内生性的结

构性张力。其根源在于，AI所代表的技术创新逻辑更强调速度、效率、规模扩展与持续优化，而

伦理责任逻辑则强调公平、透明、问责、隐私保护与人类控制（Papagiannidis等，2025）。
具体而言，这种结构性张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速度与审慎治理之间的

张力。组织通常希望借助AI加快决策、优化流程并提升创新迭代速度，但算法决策在带来效率

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伴随着潜在的伦理与治理风险，因此需要更前置的治理、监督与责任控

制（Breidbach，2024）。第二，效率优化与程序公平之间的张力。AI能够显著提高信息处理、筛

选、评估和预测效率，但也可能因模型黑箱、数据偏差和评价标准不透明等而引发程序公平、透

明性与问责争议（Aysolmaz等，2023；Strohmeier等，2026）。第三，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张

力。AI的训练、优化和持续迭代依赖大规模数据收集与分析，但数据利用范围的扩大也同步强

化了隐私保护、信息安全和透明使用等责任要求（Breidbach，2024；Papagiannidis等，2025）。第
四，自动化决策与责任归属之间的张力。自动化决策虽然有助于提高一致性和标准化程度，却

也容易模糊“由谁决策、由谁负责、如何问责”的边界，从而使透明性、可解释性和问责机制成为

组织治理中的关键问题（Aysolmaz等，2023；Papagiannidis等，2025）。第五，短期绩效改善与长

期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张力。某些AI应用能够在短期内提升绩效表现和管理效率，但若缺乏相

应的责任治理安排，则可能加剧组织在公平、透明、隐私和问责方面的风险，并进一步影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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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长期合法性基础（Breidbach，2024；Papagiannidis等，2025）。
国内相关研究从AI决策、智能反馈与人机协作等具体场景进一步表明，算法系统进入组

织运行后，不仅提供信息处理和决策支持，也介入评价反馈、任务分配与协作关系塑造，并由此

重构组织内部的权责配置、反馈解释与协同方式（尹萌和牛雄鹰，2024；张亚莉等，2024；关健

等，2025）。因此，AI并非仅仅改变组织“如何更高效地运作”，还进一步改变了组织创新的边界、

责任承担的方式以及合法性维持的机制。对组织领导者而言，AI情境下的核心挑战不再只是

把握效率提升与创新机会，而是如何在多元利益主体、差异化价值诉求与复杂制度约束之间形

成可持续的价值整合与责任治理安排。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较为充分地揭示了AI技术对领导情境、角色边界与能力结构的重塑

作用，强调了AI在提升组织效率、增强动态适应能力和推动创新方面的潜在价值。然而，从技

术创新与伦理责任关系的角度看，相关研究仍主要停留于对“效率提升—风险增加”并存现象

的宏观描述，对于组织领导者如何在AI深度嵌入组织决策与运行的背景下识别并协调效率、

公平、隐私、透明与责任归属等多重张力，尚缺乏更具过程性和机制性的讨论。尤其是，现有研

究尚未充分说明，组织领导者如何将这些相互交织的价值冲突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组织治理

安排。

（二）人工智能情境下领导力研究的主要进路

围绕AI与领导力关系，现有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类分析进路。第一类研究聚焦数字化领导

力或AI赋能领导力的能力模型。这一进路强调，在高不确定环境中，组织领导者需要借助AI提
升战略感知、资源整合和快速响应能力，以增强组织的动态适应与持续创新能力（张志鑫和郑

晓明，2023；王文龙等，2024；Hossain等，2025）。其核心关注点在于：AI如何促使组织领导者能

力结构发生变化，以及组织领导者如何借助数字资源和技术基础设施保持组织竞争力。第二类

研究关注AI增辅型或混合型领导模式。相关研究强调，人类领导与AI系统之间并非简单替代，

而是形成互补关系：AI在数据分析、流程优化、组织监控和决策支持等方面为组织领导者提供

支持，并逐步渗透到团队激励、绩效反馈乃至部分互动环节（Noponen等，2023；Van Quaquebeke
和Gerpott，2023；Aziz等，2025）。这一研究路径既揭示了AI如何改变领导行为的实施方式，也强

调组织领导者需要具备更高的数据素养、技术整合能力和风险敏感性（Raisch和Krakowski，
2021；Tsai等，2022）。第三类研究着重讨论AI赋能的高层领导与战略决策模型。这一进路主要

关注AI如何改变高层团队的信息处理方式、战略判断与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相关研究指出，

AI不仅提升了高层管理者的战略预测与数据洞察能力，也通过影响AI采纳动因、组织文化与

伦理考量等方面，重塑高层团队的治理逻辑与决策风格（Jorzik等，2024；Bevilacqua等，2025）。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AI虽在逻辑性与计算能力上具有优势，但在情境感知和伦理判断方

面仍存在不足，因而人机混合决策日益成为组织决策的重要特征（Kögel等，2026）。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从能力结构、角色转型与人机互补等维度揭示了AI赋能领导力的多

维图景，丰富了对“AI如何改变领导力”的认识。然而，这些模型仍主要聚焦于技术理性与绩效

逻辑，对人工智能情境下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的内在张力关注不足，尚未从“多元价值整合”与
“行为规范重构”的视角系统地讨论领导者应如何在技术扩张与伦理约束之间进行规范性

权衡。

（三）从“AI如何改变领导力”到“领导者如何治理张力”
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较为系统地讨论了AI对领导情境、角色边界与能力结构的重塑，但其

分析重心仍主要集中在技术赋能、能力升级与绩效提升等方面，对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

内在张力关注不足。换言之，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AI如何改变领导力”，而对 “组织领导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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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治理人工智能情境下的多重价值张力”关注不足。

更具体地说，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相关研究虽然揭示了AI对组织结构、

决策方式与角色边界的影响，但对技术创新逻辑与伦理责任逻辑为何会形成持续性冲突，以及

这些冲突如何具体表现为效率、公平、隐私、透明与责任归属之间的张力，缺乏更系统的归纳与

讨论。第二，既有关于AI与领导力的研究主要关注技术理性、绩效逻辑与动态适应能力，对组

织领导者如何在技术扩张与伦理约束之间进行规范性权衡关注不足，尚未从“多元价值整合”
与“行为规范重构”的角度展开深入分析。第三，现有治理框架虽然涉及数字伦理、算法监管与

数据治理等议题，但大多从制度或技术层面切入，缺乏以领导行为为中心、以多元价值协调为

主线的系统解释，也未能充分说明组织领导者如何在组织层面将这些张力识别出来、加以权

衡，并进一步转化为可持续运作的治理安排。

综合现有研究，AI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领导力的边界、能力结构与评价标准。学界普

遍强调，在数字化环境下，领导者需要具备更强的敏捷性、创新性与动态适应能力，并关注技术

赋能在提升组织绩效与流程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Aziz等，2025；Bevilacqua等， 2025）。与此同

时，相关研究也开始注意到，AI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后，组织所面对的已不再只是单

纯的技术采纳问题，而是涉及决策模式、控制关系、反馈机制与人机协同安排的一组复合性治

理挑战（Kellogg等，2020；尹萌和牛雄鹰，2024；张亚莉等，2024；关健等，2025）。在此背景下，现

有治理框架虽然涉及数字伦理、算法监管与数据治理等议题，但多数仍从制度或技术视角切

入，对组织领导者如何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进行动态协调的讨论仍显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既有领导力研究已经从伦理型领导、负责型领导和悖论领导等视角，对组

织领导者如何整合多元价值、如何在相互竞争但彼此关联的目标之间进行规范性权衡作出了

较为充分的讨论（Brown和Treviño, 2006；Maak和Pless，2006；Zhang等，2015）。然而，将上述研

究置于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的组织情境中审视，可以发现其解释仍存在一定边界。现有研究更多

关注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示范、利益相关者协调或竞争性目标平衡，对于人工智能条件下技术系

统、组织制度与伦理要求交织所形成的复合性张力，尚缺乏更具过程性的分析。特别是，技术创

新与伦理责任并非在组织中静态并存，而是会随着算法应用范围扩展、数据使用加深，以及人

机协作方式变化而不断被重新界定和调整。就此而言，现有研究对于这些张力如何在组织层面

被持续识别、嵌入决策并转化为具体治理安排，仍缺少更为细致的说明。因此，现有文献整体上

仍主要停留在“技术赋能—绩效改善”或“治理议题—制度回应”的分析框架之中，对于人工智

能情境下组织领导者如何围绕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多重张力形成持续性的价值整合与

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系统解释。

（四）和谐管理理论的解释潜力

和谐管理理论强调，组织并非在单一目标和静态均衡中运行，而是在多元主体、多重价值

和持续变化中寻求相对协调。与以效率最大化和工具理性为中心的传统管理逻辑不同，该理论

将组织理解为一个在矛盾并存、关系互动和环境演化中不断调整的复杂系统，强调管理活动需

要同时回应制度安排、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之间的动态关系（席酉民等，2005，2013）。在数字化

与智能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理论尤其具有解释意义，因为AI技术进入组织后所引发的，

不仅是流程优化和效率提升问题，更是技术扩张、伦理责任、制度约束与利益协调交织而成的

复合治理问题。

从理论结构来看，和谐管理理论在三个方面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

间的张力提供了分析基础。首先，和谐管理理论强调“和谐主题”的识别与聚焦功能。王亚刚和

席酉民（2008）指出，和谐主题具有“聚焦—引领—协同”的作用，能够帮助组织在复杂情境中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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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需要优先处理的核心矛盾。对人工智能情境而言，组织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单一的技术采纳问

题，而是围绕效率、公平、隐私、透明、问责与长期合法性等方面形成的多重张力，因此，能否识

别并持续聚焦这些张力中的核心议题，构成了组织治理能否有效展开的前提。其次，和谐管理

理论中的“和则-谐则”双规则机制，有助于解释组织如何在价值整合与制度约束之间实现动态

平衡。其中，“谐则”强调正式制度、流程安排和结构设计，“和则”强调文化认同、关系协调和自

主演化（席酉民等，2025）。这一理论视角对于人工智能情境尤为重要，因为AI治理既不能仅依

赖正式制度与技术规范来控制风险，也不能只依赖价值倡导和文化共识来消解冲突，而必须通

过制度设计与关系协调的共同作用，在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形成可持续的组织回应。换言

之，和谐管理理论能够帮助解释：在AI大规模应用、流程重构和制度再造过程中，组织如何通

过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耦合，将多元价值冲突转化为可治理的实践过程。再次，和谐管理

理论本质上蕴含一种多元理性框架。相关研究指出，领导者不能仅以效率、绩效等工具理性为

唯一判断标准，而需要同时兼顾伦理、公平、信任、身份认同与长期关系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

（李鹏飞等，2013）。这一点与人工智能情境下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并行强化的现实高度契合。

因为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后，组织领导者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是否采用

技术”问题，而是在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之间如何进行规范性权衡、如何在短期适应与长期协

调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和谐管理理论因此为理解人工智能情境下领导者如何整合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已有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和谐管理理论在复杂技术环境和中国情境下具有较强的

适应性与实践价值。相关研究发现，通过强化和谐主题、推动和则-谐则耦合并关注生态共生，

企业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识别战略主线，实现人—技术—资源要素的整体优化与联动升级（席酉

民等，2020；张梦晓等，2024）。林楠等（2022）对平台型企业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在AI与数字赋

能背景下，和谐主题的持续识别与双规则的动态运用，有助于企业应对技术变革中的不确定

性，实现能力结构升级与生态位重构。上述研究说明，和谐管理理论不仅能够解释组织如何应

对复杂环境，也能够为分析技术变革背景下的多元张力治理提供本土化视角。

总体来看，和谐管理理论以其对多元矛盾、价值张力与长期协调问题的强调，为AI时代技

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不过，现有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宏

观治理或组织层面的和谐机制讨论，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的结构性张力

背景下，组织领导者如何识别核心主题、进行规范性权衡，并进一步通过“和则-谐则”耦合推动

组织层面的持续协调，尚缺乏面向领导行为的系统理论建构。

 三、  研究设计与模型推演

（一）研究范式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范式，聚焦AI情境下组织领导力模型的理论探索。

该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理论前沿尚未成熟、现实情境快速演化且亟需新的概念框架来解释复

杂现象的研究领域（Suddaby，2010；Shepherd和Suddaby, 2017）。不同于以检验为导向的传统实

证研究，理论建构旨在通过系统梳理文献、整合关键概念，并基于逻辑推理生成新的理论模型

和理论命题（Bacharach，1989）。
具体而言，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概念整合—模型推演—理论命题生成”的路径（Edmondson

和McManus，2007；Gioia等，2013），这一路径已被广泛应用于理论型研究。首先，通过系统梳理

AI情境下的领导力、和谐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核心文献，识别并归纳影响领导力特征变化的关

键要素。其次，以和谐管理理论及其核心假设为基础，分析AI赋能组织中的新型互动关系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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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挑战。最后，结合逻辑推理和情境分析，逐步建构面向AI时代的组织领导力理论模型，并提

出可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基础的理论命题。

（二）关键命题建构

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的背景下，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并

不表现为单一层面的价值冲突，而是沿着核心议题形成、规范性判断生成、治理安排嵌入与持

续反馈修正的过程不断展开。和谐管理理论强调，组织需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围绕“和谐主题”
聚焦关键矛盾，并通过和则、谐则及其耦合机制实现阶段性的相对协调，这为理解人工智能情

境下多重张力的治理过程提供了一个过程性框架（席酉民等，2005，2025）。基于此，本文将人工

智能情境下领导行为的运行逻辑概括为和谐主题识别、双重理性决策、和则-谐则耦合与动态

一致性四个相互嵌套的机制。

和谐主题识别构成机制链的起点。在多重技术议题、价值诉求与利益冲突并存的条件下，

组织并不能同时回应所有问题，而需要从复杂情境中提炼出需要优先协调的核心张力，并将其

凝练为组织治理的中心议题。围绕这一主题，组织领导者进一步进入双重理性决策过程。此时，

技术创新不再只是效率提升和资源优化的问题，伦理责任也不只是抽象价值宣示的问题，二者

都需要在具体决策中被同时纳入考量，组织领导者既要评估技术应用在速度、绩效和适应性方

面的收益，也要权衡其在公平、透明、责任和合法性方面的后果，由此形成对张力的规范性判

断。规范性判断若要真正转化为组织行动，还必须嵌入制度、技术与行为之中，这就要求和则与

谐则的协同展开：前者体现为价值引导、关系协调与文化整合，后者体现为制度安排、流程设计

与正式规则建构。人工智能情境下的张力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正式制度和技术规范来加以控制，

也不能仅依赖文化认同和价值倡导来加以缓冲，而是需要二者在组织实践中形成持续耦合，使

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协调要求获得制度化与行为化的承载。进一步地，由于人工智能技

术持续迭代、应用边界不断扩展、利益关系和外部环境持续变化，前述主题识别、理性判断与规

则耦合并不会一次完成后保持稳定，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反馈、修正偏差并重新平衡。动

态一致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展开：它使组织能够在持续变化的条件下不断调整主题、判断与规

则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持技术实践与伦理期待之间的相对一致。

由此，四个机制并非彼此并列，而是沿着“主题识别—理性权衡—和则-谐则耦合—动态修

正”的路径层层展开。和谐主题识别规定了治理对象，双重理性决策形成了判断基础，和则-谐
则耦合提供了组织化实现路径，动态一致性则保证这一机制链能够在持续变化的人工智能情

境中不断被修正和维持。

基于上述四项相互关联的机制，以下各节将依次展开关键理论命题的建构。

1. 主题识别能力

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AI）驱动的深度数字化转型，使组织领导者必须在多元议题与价

值冲突交织的情境中，识别并聚焦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需要优先协调的关键议题。与传统

主要围绕绩效提升和资源配置展开的目标设定不同，AI情境下的主题识别不再只是对任务与

指标的界定，而是对核心张力的提炼、排序与聚焦。传统“目标设定”逻辑在相对稳定环境中能

够发挥较为清晰的导向作用（Cyert和March，1963; March和Olsen，1979），但在技术创新与伦理

责任高度交织的AI情境中，单一目标导向已难以回应多元利益诉求和复杂价值冲突。由此，组

织领导者不仅需要识别关键问题，更需要将事关组织长期合法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上

升为组织层面的“和谐主题”，从而为后续的规范性判断与治理安排提供方向。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情境下可被识别并上升为和谐主题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效率提

升与程序公平、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自动化决策与责任归属、短期绩效改善与长期合法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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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等。在不同组织、行业与应用场景中，这些主题的重要性及其优先级并不相同。因此，主题识

别并非对既有议题的静态呈现，而是一个围绕核心议题持续进行筛选、排序与聚焦的过程。也

正因为如此，主题识别能力的关键不在于议题数量的扩展，而在于能否从众多技术问题和价值

冲突中提炼出当前最值得优先回应的中心议题。

主题识别之所以在AI情境下变得尤为重要，是因为技术应用带来的风险并不总是以显性

的故障或失灵形式出现，而更多表现为价值冲突、责任模糊与制度边界松动的累积效应。AI应
用过程中的数据公正性、隐私保护与算法偏见等问题，使效率、伦理、公平与社会责任等价值不

断发生交叉与碰撞（Mikalef等，2022）。如果组织领导者仅从技术可行性或绩效改善的角度理

解AI采纳，往往容易将伦理风险视为附属问题，从而使组织暴露于舆论危机与合法性风险之

中。与此同时，AI的黑箱性、不可解释性以及自动化决策可能带来的不可预期后果，也削弱了

传统风险评估与责任界定方式的有效性，使技术部门的单点评估与线性风险管理难以覆盖全

局（Van Quaquebeke和Gerpott，2023）。在此意义上，主题识别能力意味着领导者能够突破“技术

问题—技术解决”的线性思维，将零散的技术风险、伦理争议与责任模糊整合为具有战略意义

的核心议题，并由此推动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应对。进一步来看，主题识别并不是单向度的高

层界定，而表现为一种分布式的意义建构过程。随着信息透明度提高与员工技术素养增强，组

织成员对AI伦理边界及其治理后果的关注与参与意愿显著提升（Aziz等，2025）。在这种条件

下，传统由少数高层单向界定议题并主导技术采纳的模式，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员的认同与支

持。组织领导者在主题识别过程中不仅需要充当问题界定者，更需要发挥协调者与桥梁构建者

的作用，通过跨部门协作、内部对话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共同明确何为需要优先回应的核心问

题，以及技术创新应遵循何种价值边界。也就是说，和谐主题并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在互动、

协商和再确认中逐步生成的。

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进一步指向组织信任链与价值体系的重构。AI技术的自动化特征与

非人格化倾向，容易放大组织成员对技术采纳的心理不安，而这种不安并不单纯来源于对技术

本身的不熟悉，更源于对其背后价值取向与责任后果的不确定性（Hossain等， 2025）。在这种情

况下，组织领导者能否敏锐识别并清晰表达组织在AI采纳过程中真正坚持的价值为何、哪些

伦理底线不容突破，将直接影响成员对相关规则的认同程度以及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意愿。组织

领导者若能在议题优先排序中纳入伦理考量、技术公平性、员工参与度和社会责任等，并配合

透明沟通、参与式且透明的决策程序以及相对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便有助于在主题识别过程

中逐步修复并重塑组织信任基础，从而使AI采纳更可能被视为共同治理下的组织选择，而非

单向推动的技术压力。综上，AI情境下的主题识别能力不仅体现为对外部技术趋势的前瞻性

感知，更体现为对内部价值冲突、责任边界与信任结构的系统性梳理。它决定了组织能否在议

题源头上将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为后续的理性权衡、和则-谐则耦合与

动态一致性奠定前提（见图1）。由此提出：
  

主题识别能力

• 识别关键价值冲突
• 整合零散风险/责任
• 分布式意义建构

和谐主题

• 效率提升与程序公平
• 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
• 自动化决策与责任归属
• 短期绩效改善与长期合
法性维持

信任与规则认同

• 对AI技术的信任水平提升
• 对制度与规则的认同感增强

聚焦与锚定识别

 
图 1    主题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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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一： 在AI情境下，组织领导者的主题识别能力越强，组织越能够清晰界定AI应用中的

核心价值张力与责任边界，从而增强成员对相关规则与治理安排的认同，并提升其对技术变革

的适应程度。

2. 双重理性决策

当组织围绕人工智能应用形成需要优先回应的和谐主题之后，领导者面临的关键任务便

不再是单纯推进技术部署，而是在“决策—判断”层面形成能够同时回应创新诉求与伦理责任

的规范性判断。所谓双重理性决策，指的是领导者在人工智能情境下，不仅依据效率、成本、速

度和绩效等工具性标准进行决策，还将公平、透明、责任、信任与正当性等价值性要求纳入同一

判断过程，通过两类理性的动态权衡形成治理选择。由此，组织领导决策不再是单一目标优化

的结果，而是一个在技术创新收益与伦理责任约束之间持续调节的过程。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为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机会，另一方面也使

决策过程暴露于更高频率、更高敏感度的伦理风险之中。算法赋能使决策更加迅捷、资源配置

更加精准，但同时也提高了数据滥用、算法歧视与责任模糊等问题的暴露频率及其社会可行性

（Floridi等，2018；Van Quaquebeke和Gerpott，2023）。在这种不确定性、多重矛盾与利益张力并

存的情境下，领导者无法再沿用单一理性主导的判断方式，而必须在效率与合规、创新与安全、

短期绩效与长期责任之间持续进行权衡。若仅从绩效视角理解AI应用，决策容易滑向技术决

定论与“自动化崇拜”；若仅从风险控制与伦理约束出发，又可能使组织因过度谨慎而压缩必要

的试错空间与创新窗口。因此，双重理性并不是两种判断逻辑的外在并置，而是AI时代组织决

策能够维持创新活力与伦理边界的基本前提。

从具体内涵来看，工具理性主要体现为对效率、成本、产出、速度、精确性与资源配置能力

的考量。AI技术的引入强化了这一判断逻辑：算法优化、流程再造与预测能力提升，使组织能

够显著提升决策速度和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单一工具理性导向容易

将伦理、心理与社会后果视为外部性，忽视成员价值与社会期待，进而引发信任危机、合法性风

险乃至组织文化侵蚀（Floridi等，2018）。在AI情境中，这种偏向往往表现为决策黑箱化、数据使

用边界不清、员工“被替代”与“被监控”的焦虑加剧，以及对技术结果的过度依赖。与之相对，价

值理性强调决策的公平性、包容性、透明性、责任性与社会可接受性，将规范合法性与价值契合

度置于重要位置（Weber，1978）。这一判断逻辑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强化成员的价

值认同与规则认同，对于回应AI引发的伦理争议尤为关键。但若将价值理性绝对化，组织又可

能因过度审慎而弱化必要的冒险精神与创新试探能力，使治理机制趋于僵化。由此可见，人工

智能情境下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选择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中的某一方，而在于如何使二者在

同一决策过程中保持动态嵌合。前者更多指向短期、可量化和结构化的目标，后者则更多指向

长期、难以完全量化但具有规范意义的价值要求，双重理性决策正是在这两类判断标准之间形

成持续性的张力平衡。

因此，双重理性决策并不是两种理性的机械折中，而是一种嵌合式、情境化的判断结构。组

织领导者在推动技术创新、流程优化与绩效提升的同时，需要将伦理责任和社会责任内嵌于决

策过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成为相互调节、共同塑造治理选择的两条逻辑线。在实践中，这

种动态嵌合通常表现为理性权重的情境性调节：当AI应用进入高敏感、高风险领域时，价值理

性的权重相对提高，领导者会更强调伦理审查、透明度要求、责任链条清晰化以及员工心理支

持；当AI应用处于低风险或探索性阶段时，工具理性的权重可以适度提高，从而为试错创新、

流程优化与快速迭代保留空间。双重理性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张力，而在于使组织能够在张力

中形成可持续的判断结构，而不是陷入效率导向与伦理导向的零和博弈（Hossain等，2025）。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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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领导者实际上承担着“理性中介”的角色。其一，组织领导者需要警惕将技术进步

视为组织问题自动解决方案的“算法幻觉”，避免组织对单一工具理性形成路径依赖；其二，组

织领导者也需要防止价值理性滑向抽象的原则宣示或过度风险规避，从而压制必要的创新探

索。双重理性决策由此要求组织领导者持续回答两个问题：当前AI应用的创新边界在哪里，伦

理与责任的底线又在哪里。只有当这两条边界能够在具体情境中被同时纳入决策时，组织才可

能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维持价值稳定性，并为后续的规则耦合与动态一致性提供判断基础。

综上，双重理性决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决策风格选择，而是人工智能时代组织实现持续治

理的关键机制。它使组织领导者能够在效率与伦理、创新与合规、短期业绩与长期责任等多重

张力中形成更具反思性的判断能力，并将技术创新导向与价值责任要求同时嵌入组织决策过

程（见图2）。由此提出：
  

权重调节过程

• 识别情境风险与敏感程度
• 调整理性权重配置
• 形成动态嵌合的判断结构

规范性判断结果

• 高风险情境：价值理性权重提升
• 低风险情境：工具理性权重提升
• 创新边界与责任底线协同界定

双重理性结构

• 工作理性
（效率、成本、速度、绩效）

• 价值理性
（公平、透明、责任、信任）

动态权衡 形成判断

 
图 2    双重理性

 

命题二： 在人工智能情境下，组织领导者越能够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形成动态嵌

合的双重理性决策结构，组织越可能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维持伦理边界与规则稳定，并促进

技术应用与组织文化之间的持续协调。

3. “和则-谐则”耦合治理体系

在完成围绕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的规范性判断之后，领导问题进一步转化为一个组织化

命题：如何将前述判断嵌入制度安排、技术流程与成员行为之中，使其不只停留于价值宣示，而

能够在实际运行中形成持续约束与有效引导。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组织治理后，治理重心已不再

局限于流程优化和技术升级，而更多体现为围绕规则结构、责任链条与价值边界展开的系统性

重构。在这一背景下，单纯依赖正式制度、流程规范与合规要求，往往难以充分回应技术伦理与

数据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与演化性；而若过度依赖非正式管理、价值倡导与文化引导，又可能导

致规则边界模糊、责任配置松动以及治理弹性失控（李鹏飞等，2014；席酉民等，2020，2025）。因
此，人工智能情境下治理的关键，并不在于制度约束或文化引导的单向强化，而在于通过和则

与谐则的持续耦合，将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转化为可组织化承载的治理过程。

就其功能分工而言，谐则主要体现为制度化、程序化和结构化的治理安排，其作用在于将

组织围绕AI应用形成的边界判断具体化为规则体系，例如权限配置、责任链条、审查流程、数

据留痕、例外处理与风险升级机制等（席酉民等，2020，2025；Bevilacqua等，2025）。谐则的重要

性在于，它为组织提供了清晰的行为边界和责任框架，使AI治理不至于停留在原则性表态上，

而能够进入可追踪、可问责、可检验的运行状态。与之相对，和则主要体现为价值引导、关系协

调与文化整合，其作用不在于替代制度，而在于使制度安排能够被成员理解、接受并持续运用。

和则所提供的是组织内部对技术应用边界的共同理解、对责任要求的共享认知以及在情境变

化中进行柔性协商的文化基础。没有谐则，治理将缺乏结构性边界；没有和则，治理则难以获得

真正的组织承载。二者并非相互替代，而是分别从制度刚性与关系弹性两个方向，为AI治理提

供支撑。

和则与谐则的关键不在于二者同时存在，而在于它们如何在组织实践中形成持续耦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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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展开方式而言，这种耦合并不是静态配置，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组织过程。其一，组织围绕已

识别出的核心张力形成基本共识，即明确在特定AI应用场景中，哪些效率诉求可以推进，哪些

责任底线不可突破。其二，这种共识被进一步转译为可操作的制度表达，包括流程设计、行为规

范与技术控制要求，使价值边界获得制度化承载。其三，正式规则进入执行之后，还需要通过沟

通、解释、参与和协商机制等方式嵌入具体行动，使成员不仅知晓规则，而且理解规则何以如此

设定。其四，随着AI技术迭代、业务场景扩展和外部评价变化，组织还需要根据实践中的技术

后果、伦理争议与治理绩效，对前述价值表达与制度设计进行同步修正，从而维持和则与谐则

之间的持续协同。由此，和则-谐则耦合实际上体现为一个“共识生成—规则转译—执行嵌入—
反馈修正”的循环过程。

这一过程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作用比例，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和阶段差异性。对

于探索性较强、边界尚不清晰的AI应用，组织往往需要更多依靠和则来维持开放协作、试验容

错与跨界学习，因为此时正式规则尚难完全覆盖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而当AI系统进入规模化

应用、涉及敏感数据、关键岗位或高风险决策时，谐则的重要性会显著上升，组织需要通过更明

确的流程、审查与责任配置来防止技术失控（郭小东，2025；Bevilacqua等，2025）。真正成熟的治

理并不意味着某一类规则的绝对强化，而在于组织领导者能够根据技术类型、风险等级和利益

相关者结构，不断调节和则与谐则之间的作用方式，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保持相互支撑而

非相互抵消。

从这一意义上说，和则-谐则耦合治理体系并不是对制度安排与文化规范的静态并置，而

是对组织如何承载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张力的一种过程性解释。它表明，人工智能治理的实质

既不是单纯依赖合规控制来维持秩序，也不是停留于抽象价值倡导来凝聚共识，而是通过正式

规则与非正式规范的持续互嵌，将前述规范性判断转化为可运行、可修正、可延续的组织秩序。

只有当这种耦合达到较高水平时，组织才可能在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构性不确定性中，同时维持

创新活力、治理稳定性与价值边界的清晰性（见图3）。基于此，本文提出：
  

和则-谐则治理基础

•谐则：制度安排、流程规范、责任框架
• 和则：价值引导、关系协调、文化整合
• 刚性约束与弹性协同并存

耦合过程

• 价值共识形成
• 规则设计与制度化表达
• 执行嵌入与关系协调
• 反馈修正与再平衡

耦合结果

• 创新活力维持
• 治理稳定性增强
• 价值边界清晰

协同转化 持续调适

 
图 3    和则-谐则耦合

 

命题三： 组织中和则-谐则的耦合程度越高，越能够将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张力转

化为可持续运作的治理安排，从而在人工智能情境下更有效地维持创新活力、治理稳定性与价

值边界之间的动态平衡。

4. 动态一致性

在人工智能情境下，组织治理并不会因为形成了和谐主题、双重理性判断以及和则-谐则

耦合安排而自然保持稳定。相反，技术路径的持续迭代、业务场景的不断扩展、监管要求的快速

变化以及社会伦理议题的周期性升温，都会不断改变原有治理安排的适用边界。由此，技术创

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协调不可能被理解为一次性实现的静态平衡，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需要

在时间维度上持续维持的动态过程。所谓动态一致性，正是指组织能够在环境扰动和内部演化

中，不断校正主题、判断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技术实践与伦理期待之间始终保持阶段性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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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致。

动态一致性的核心不在于消除变化，而在于将变化转化为可感知、可解释和可调整的治理

过程。即便组织已经在某一阶段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议题聚焦、规范性判断与规则耦合结构，这

一结构也可能随着AI系统功能升级、应用边界扩展或外部评价变化而迅速失效。传统管理框

架往往依赖预设制度与标准流程来维持秩序，但在面对AI技术快速迭代、监管政策高频调整

与伦理争议持续生成时，静态制度设计很难长期覆盖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正因如此，动态一致

性机制强调，组织必须在时间维度上持续维持“议题—规则—理性”之间的匹配关系，而不是将

前述安排视为一次设计后即可长期适用的固定结构。

这一机制的运行，体现为一个不断循环的组织过程。首先，组织需要持续感知偏差，即通过

对技术应用后果、伦理争议、市场反馈和政策信号的追踪，识别现有治理安排与现实情境之间

是否出现新的错位。其次，组织需要对偏差信号进行解释和提炼，将零散的问题重新上升为值

得回应的核心议题，从而推动对原有和谐主题的重新审视。再次，在主题重估的基础上，组织需

要同步调整既有规则安排与理性权衡方式，使和则-谐则的耦合方式以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的权重配置能够适配新的技术条件与治理要求。最后，这些新的调整还需要重新嵌入制度流

程、组织协作与成员行为之中，形成下一轮运行的基础。由此，动态一致性并不是单纯的“事后

修补”，而是一个“发现偏差—重估主题—调整规则与理性—重新嵌入行动”的持续循环过程。

这一过程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危机应对，在于它并不将组织理解为依靠偶发性纠偏恢复原

状的封闭系统，而是将组织视为一个能够通过反馈、学习与再平衡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复杂适

应系统（Senge，2006；Bevilacqua等，2025；Hossain等，2025）。在这一意义上，动态一致性机制既

是前三种机制得以延续的时间性条件，也是连接组织短期治理响应与长期演化能力的关键枢

纽。组织若缺乏动态一致性，即便曾在某一阶段形成适宜的议题聚焦、规则组合与理性结构，也

可能因环境加速变化而迅速过期失效；只有通过持续的学习与修正，前述机制链条才可能在人

工智能情境中保持开放性与适应性。在操作层面，动态一致性要求组织构建多层级、多主体参

与的反馈与学习体系。信息层面，需要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伦理风险通报、员工反馈通道与外

部评价监测，形成对AI应用后果的持续跟踪能力；判断层面，需要将这些反馈系统性地纳入领

导决策过程，使原有主题识别、规则耦合与理性权重能够根据新情境被重新界定；行动层面，则

需要把调整后的安排重新嵌入制度设计、流程运行与行为规范，形成“反馈—学习—再嵌入”的
闭环。通过这一闭环，组织不仅能够更及时地应对技术不确定性、伦理争议与外部压力，也能够

使创新不再被视为突破既有规则的例外，而是在动态边界中持续生成的常态。在这一机制中，

组织领导者所承担的并不是简单的控制者角色，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动态协调角色。一方面，组

织领导者需要具备跨部门、跨专业的信息整合能力，将技术团队、合规部门、一线员工和外部利

益相关者所生成的碎片化信号转化为可用于组织判断的系统性认知；另一方面，组织领导者还

需要把握调整的节奏与强度，既避免因调整迟缓导致风险累积，也避免因过度频繁的变动而削

弱组织认同与制度稳定性。动态一致性的真正作用，就在于使组织能够在高度不确定的人工智

能环境中保持敏捷性而不丧失价值定力，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维持技术实践与伦理期待之间

的相对协调。

综上，动态一致性是使主题识别、双重理性决策与和则-谐则耦合得以持续有效运作的时

间性机制。它通过持续反馈、组织学习与动态再平衡等方式，使组织在技术演化、制度调整与价

值重估过程中不断更新既有治理安排，从而维持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长期协调。基于

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四： 在人工智能情境下，组织的动态一致性机制越完善，越能够通过持续反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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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整维持技术实践与伦理期待之间的相对一致，并增强既有领导力机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能力。

回顾前述分析，AI场域下的组织领导力模型以 “主题识别→双重理性→和则-谐则耦合

→动态一致性”为核心链条，通过多环共生与层级互动，构建出一套系统化、演化型的组织治理

框架（见图4）。动态主题识别为组织的AI战略和价值治理提供方向锚点，使组织领导者能够穿

透技术表层，精准把握AI伦理、员工认同、算法公平等时代关键议题，并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之

间形成意义共建与集体认同（Van Quaquebeke和Gerpott，2023；席酉民等，2025）。其次，双重理

性则让组织能够在效率、创新、合规、合法等多重目标的张力中进行“理性切换”与动态调节。通

过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组织能够将技术驱动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为制度运行以及可持

续发展奠定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行的基础（Hossain等，2025）。再者，和则-谐则协同使正式

规则与弹性规范在AI场域中实现动态耦合，一方面保障技术合规、伦理底线与责任清晰，另一

方面释放创新活力和团队自主性，从而最大限度降低技术风险、内部摩擦与治理内耗（Aziz
等，2025；Bevilacqua等，2025）。最后，动态一致性机制确保组织在面对技术演进、政策变化

与伦理议题涌现时具备自我反思、自我修复与系统升级的能力，使组织得以沿着“自我革新—
创新共生—生态繁荣”的演化路径实现持续进化（Senge，2006；席酉民等，2025）。
  

外部扰动
高速创新与绩效压力
伦理与社会责任要求
不确定性与舆论风险
多元利益相关者诉求

触发

动态一致性机制

多级反馈/组织学习/快速调整

反馈与调整

主题—理性—规则—行动循环

主题识别
共识更新、议题重构

行动再嵌入
实践反馈、组织演化

理性调节
工具/价值理性权重调节

和则-谐则修正
制度、流程、文化再嵌入

结果
技术实践与伦理期待持续匹配；组织适应性提升；既有机制保持有效运作

 
图 4    AI情境下领导力模型图

 

 四、  研究结论、理论贡献和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AI深度赋能的中国情境，围绕“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张力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领

导行为应遵循何种规范逻辑”这一核心问题，从和谐管理视角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组织领导

力机制链”，主要结论如下。AI时代的组织领导情境呈现出技术创新压力、绩效考核要求、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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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与多元利益诉求交织的结构性张力，传统以绩效为中心的线性领导逻辑难以解释领

导实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组织领导力因而需要被重新理解为嵌入技术系统、制度安排与价值

秩序中的复合治理机制。主题识别机制构成化解“技术创新—伦理规范”悖论的起点。通过对

AI技术议题、伦理争议与多元诉求进行系统梳理，提炼需优先协调的和谐主题，组织领导者得

以在效率、责任与合法性之间建立共同价值锚点，为后续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范明确方向。双

重理性决策机制为领导者在技术效率、绩效压力与伦理责任之间提供了可操作的权衡框架。通

过在决策过程中嵌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条判断逻辑，并根据应用情境调整其权重，组织既

能把握AI带来的创新机会，又能坚守伦理底线和社会责任。 “和则-谐则”规则耦合机制成为连

接技术变革与伦理治理的关键中介。正式制度（谐则）与非正式规范（和则）只有围绕和谐主题

进行场景化配比与动态协同，才能在AI治理中同时兼顾风险防控、创新活力与价值整合，避免

陷入“高压合规—低信任”或“高弹性—低约束”的单向失衡。动态一致性机制为上述三类机制

在时间维度上持续发挥作用提供演化平台。通过多级反馈、组织学习与快速调整，组织在“和谐

主题—双重理性—规则耦合—组织进化”之间形成循环联动，在外部环境持续扰动中保持领导

力的适应性与创新性，从而为理解AI情境下的中国式领导力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理论解释。

（二）理论贡献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与复杂性管理视角（席酉民等，2005），本文围绕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

与伦理责任之间持续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张力，构建了由和谐主题识别、双重理性决策、和则-谐
则耦合与动态一致性构成的组织领导力机制链。既有组织悖论研究主要强调，相互冲突却又彼

此依赖的要素需要被同时维持，而非被简单消解；相关领导力研究则分别从伦理型领导、负责

型领导与悖论领导等角度，讨论了价值整合、利益相关者责任与竞争性需求平衡问题（Lewis，
2000；Brown和Treviño，2006；Maak和Pless，2006；Smith和Lewis，2011）。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

步揭示，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组织运行与决策过程之后，这些张力如何被识别、被权衡、被组织

化承载，并在时间维度上不断修正。

第一，本文将领导力研究的分析起点由传统的目标设定推进到核心议题识别，拓展了人工

智能情境下组织领导力研究的问题边界。既有组织悖论研究强调张力的共存、循环强化及其动

态平衡逻辑（Lewis，2000；Smith和Lewis，2011），但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之后，技术创新与伦理

责任之间的张力并不首先表现为抽象的目标冲突，而更多呈现为算法公平、数据隐私、责任归

属、员工认同等多元议题的交叉叠加。相较于传统将领导力理解为围绕既定目标展开影响与激

励的分析框架，本文进一步指出，组织领导问题首先体现为对关键议题的辨识、排序与聚焦。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提出“和谐主题识别”这一机制，使技术创新与伦理责任之间的冲突不再

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目标平衡问题，而是被转化为组织需要优先回应的和谐主题。这样的推进，

也使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领导力研究从“目标导向”进一步延伸至“议题导向”。
第二，本文将既有领导力研究中的价值整合问题推进到人工智能情境下的双重理性决策

结构。伦理型领导研究强调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与伦理氛围塑造，负责型领导研究强调面向利益

相关者的责任承担与关系协调，悖论领导研究则揭示了领导者如何同时回应相互竞争却又彼

此依赖的需求（Brown和Treviño，2006；Maak和Pless，2006；Zhang等，2015）。这些研究已经为理

解多元价值整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看到，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之后，组

织领导者面对的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冲突，而是效率、成本、速度、绩效等工具性要求与

公平、透明、责任、信任等价值性要求同时进入同一决策过程。由此，本文提出“工具理性—价值

理性”的双重理性结构，并强调两类理性并非一次性折中，而是在不同风险水平、应用阶段和场

景敏感度下，通过权重调节形成动态嵌合的判断结构。相较于既有研究更多从道德引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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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或竞争性需求平衡等方面来解释领导决策，本文更进一步揭示了人工智能情境下规范性

判断的形成机制。

第三，本文将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互补关系推进到人工智能情境下可展开、可调节的耦合治

理过程。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之间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共同影响组织

治理的运行效果；和谐管理理论中的“和则-谐则”双规则结构也为理解制度刚性与关系弹性并

存提供了本土化视角（王亚刚和席酉民，2008；席酉民等，2020，2025）。本文进一步表明，在人工

智能治理中，问题并不在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何者更重要，而在于二者如何围绕技术创新

与伦理责任之间的核心张力形成持续耦合。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将“和则-谐则”由一般性的制

度—文化协同关系，推进为一个包含“价值共识形成—规则设计与制度化表达—执行嵌入与关

系协调—反馈修正与再平衡”的组织过程。这样一来，前述双重理性判断不再停留于理念层面，

而能够被转化为流程、责任链条、行为规范和文化认同共同支撑的治理安排。相较于既有研究

较多从制度与文化互补的角度理解治理关系，本文更进一步揭示了二者在人工智能情境中的

阶段差异、场景依赖与动态协同。

第四，本文将组织悖论研究中的动态平衡进一步推进为一种具有时间维度的机制链逻辑。

既有组织悖论研究与复杂性管理研究都指出，组织中的张力不会通过一次性安排而被永久消

解，而需要在持续变化中维持阶段性平衡（Lewis，2000；Smith和Lewis，2011）。本文在此基础上

提出“动态一致性”机制，并将其具体化为“发现偏差—重估主题—调整规则与理性—重新嵌入

行动”的循环过程。与现有人工智能领导力研究更多强调领导能力、结构适配或技术赋能不同，

本文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情境下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形成恰当的议题识别、理性结构或规则组

合，而是这些安排如何在技术迭代、监管变化、伦理争议和外部评价持续变化的条件下保持相

对一致。由此，本文将组织领导力研究从较多关注静态结构的分析进一步推进到演化过程的解

释，也使和谐管理理论中“在变动中保持和谐”的思想，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得了更清晰的机制表

达（Lewis，2000；Smith和Lewis，2011）。
总体来看，本文强调组织领导力不再只是围绕目标实现、行为激励或价值倡导展开，而更

多体现为一种贯穿议题识别、理性权衡、规则承载与持续调整的组织过程。也正是在这一层面

上，本文尝试为人工智能情境下组织领导力研究提供一种更具过程解释力和本土理论色彩的

分析视角。

（三）实践价值

从管理实践与政策治理视角看，本文提出的组织领导力机制在中国AI情境下具有以下应

用价值。第一，在组织治理与战略管理方面，企业可将主题识别运用于重大技术与战略投资决

策，通过构建“技术创新—伦理责任—社会价值”的议题清单与优先序列，避免单一绩效导向导

致的战略短视、伦理失范与合法性风险，提升战略决策的前瞻性与稳健性。第二，在组织领导选

育与能力建设方面，双重理性机制为领导能力评价提供了新的标尺。组织可以在选拔、培训与

考核过程中，将数据素养、战略判断等工具理性与伦理敏感、社会责任等价值理性相结合，促使

组织领导者在AI决策中形成自觉的理性权衡，减少陷入“技术决定论”或“价值理想化”的偏差。

第三，在制度设计与文化建设方面，依托“和则-谐则”耦合机制，企业能够在 AI 治理中实现制

度约束与文化弹性的动态平衡：以算法规范、数据治理和伦理审查等谐则划定底线，同时以创

新文化、员工参与与跨部门协同等和则激活组织弹性，从而构建兼具合规性与创新性的制度生

态。第四，在组织韧性与公共治理方面，动态一致性机制为构建自适应治理系统提供了路径。企

业可通过多级反馈通道、跨部门学习共同体与场景化评估机制，形成“发现问题—调整规则—
修正理性—再投入实践”的循环闭环。政策制定者亦可据此构建更具弹性的监管沙盒、算法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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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与伦理评估框架，实现技术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协同落地。

（四）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在中国AI情境下的领导力理论创新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若干局限，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化。第一，本文主要基于理论整合与逻辑推演，对“AI情境下组织领导力

机制链”的论证偏重概念层与解释层，缺乏多情境、大样本的系统实证支持。未来研究可采用问

卷调查、多案例比较与纵向追踪等方法，对各机制之间的作用路径及其边界条件进行量化检

验。第二，本文虽立足中国情境，但对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组织的差异关注不

足。随着AI在制造业、平台企业与公共部门等领域的异质化发展，领导机制可能呈现不同模

式，未来可开展细分行业和跨组织的比较研究，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与适用性。第三，本文主要

从组织领导者视角分析技术变革与伦理规范之间的对话机制，对员工、算法开发者、平台用户

等其他主体的能动性关注有限。未来可引入多主体治理与共创视角，考察不同主体如何通过参

与议题建构、规则协商与反馈机制，共同塑造AI时代的组织领导力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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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Era of AI: A Paradox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Wang Wenlong1,  Kong Jianan2,  Xi Youmin1,3,  Liu Peng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2. Business School, Nanto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tong 226002, China；3. College of Industry-Entrepreneurs and HeXie Academy,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As AI technology becomes deeply embedded in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and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leaders are increasingly faced with new ethical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misuse,
algorithmic bias, and unclear accountability. These challenges highlight the urgent need to restructure
the corresponding behavioral norms.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and integrating relevant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leadership framework based on four core mechanisms: Theme Recognition, Dual
Rationality, HeXie Coupling, and Dynamic Consistency. First, the Theme Recognition mechanism
identifies the value focus that should take precedence when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norms. Second, the Dual Rationality mechanism explains how
leaders balance too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in innovation decisions within the AI context, and
addresses the risks of imbalance. Third, HeXie Coupling reveals the synergy and tension between formal
systems, technical rules, and ethical norms surrounding the theme and decisions. Fourth, the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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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 mechanism emphasizes how organizations can maintain alignment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actices and societal ethical expectations through continuous feedback, learning, and adjustment as AI
technology evolves. This paper, in essence, aims to address the paradoxical challenges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AI era, offering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for reconstructing leadership behavior norms, optimizing AI-driven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adaptability, innovation, and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particularl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AI technology;  leadership;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thic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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